高尔柏  高尔松
高尔柏（继郇，1900—1986年）高尔松（咏薇1901—1986年）上海青浦县练塘镇人。早期中共党员，在革命烈士侯绍裘的引导下，积极投身于我党早期革命活动。

（一）青年时期
高氏兄弟幼时就读于青浦县练塘镇颜安国民小学校，后考入南洋公学中院。南洋公学即现在交通大学前身，分上院、中院、下院。上院即大学部，中、下两院即中小学部。

高氏兄弟在南洋公学读书期间，与上院的侯绍裘、赵景瀛，中院的陆定一、金家凤等最为友好，也一同参加各项革命斗争。他们还同俞秀松（后任第一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还有杨明斋（教俄文的），一起谈论苏联革命的情况、世界形势、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样，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强烈的变化。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以后，他们参加了侯绍裘组织的宣讲团，张贴标语，呼喊口号，宣传“亡国痛苦”、“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胶济铁路”、“抵制日货”……等，以唤醒民众。随后，他们参加了创办南洋义务学校的工作，招收的学生都是徐家汇、土山湾一带的工人、店员、校工，共有四、五十人，自筹经费，自编教材（高尔松选编了一套语文课本，高尔柏写出了《社会主义浅说》讲稿）。每晚轮流给他们上课一个半小时，风雨无阻。

在学校里，他们加入“九人书报贩卖处”，出售进步书籍杂志，每天轮流跑各书店，采购新书报，按批发原价卖给同学，传播新文化，介绍新思想，引导同学走上革命道路。这些活动，大多是在侯绍裘的指导主持下进行的。

1922年，高氏兄弟中院毕业，决定自学，居住松江，和侯绍裘一起搞社会调查，组织“青年问题讨论会”。

1923年10月，柳亚子、陈望道、邵力子、胡朴安根据“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发展和反对黑暗统治的需要，创建新南社，高氏兄弟和他们的夫人史冰鉴、唐纯茵都参加了该社，用诗文抨击时政，唤醒民众。在新南社刊物第一期上，登载了高氏兄合撰的《加纳博士底妇女参政运动》一文。

（二）大学时代
1924年邵力子任上海大学代理校长，他对高氏兄弟说：“你们喜爱社会科学，来上海大学系统学习吧。”当时上海大学有著名学者瞿秋白、施存统、陈望道等，是党领导下的一所新型大学。1924年下半年，尔柏入上海大学，尔松则去东亚同文书院专学日文，与青浦县徐勖同学，也常到上海大学听课。

1924年下半年，他们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为了便于革命活动，又参加了国民党。

尔柏参加党后，起初担任小组长。上海大学党支部成立后，任党支部书记。上海大学独立支部成立，直接由区委领导时，尔柏担任独立支部书记。他在区委书记罗亦农领导下，党员人数由早期的7人发展到130人，组织生活也较正规，重视学习，恪守纪律。

上海大学的党员，有不少人被派去苏联学习。也有不少人派去国民党有关机构工作，尔柏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任宣传部秘书，后调任江苏省党部代理宣传部长。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直接领导这场运动，由恽代英和侯绍裘通过国民党系统参与领导。侯绍裘担任上海大学学生总指挥。高氏兄弟参加演讲组，四出演讲。并与黄正厂一同编写两份传单，1.打倒帝国主义；2.顾正红烈士被害事件；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尔柏还在《上海大学“五卅”特刊》上，发表长文，分析“五卅”运动发生的原因。当时，宋庆龄为了进行广泛的反帝宣传，委托杨杏佛办一份《民族日报》。尔松担任编辑，并在报上发表了好几篇署名文章，宋阅后，认为很好，所以在报纸停刊时，送给尔松一张孙中山先生的照片，并亲自签名，以作纪念。

 1925年10月19日，上海大学成立“中山主义研究会”，由高尔柏主持，出席演讲的有：刘重民的《怎样做一个中山主义的信徒》，施存统的《研究中山主义应取的方法》，吴玉章的《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等。12月20日，第一期《中山主义》周刊，发表了恽代英、瞿秋白、肖楚女等人撰写的文章，有力地批判了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

1925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上海成立，当时按照国共合作的规定，中共只有三分之一席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仅有侯绍裘一人，而选举结果，20名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当选了14名。侯绍裘、柳亚子、朱季恂当选为常务委员，高尔松当选监察委员。

1926年4月他们和陈云、徐勖等联名发起成立“青浦旅沪学友会”，团结在上海服务和求学的有志青年，联络感情，相互砥砺，改造故乡。

1926年冬，在阳翰笙和唐隶华（唐纯茵妹）结婚的筵席上，高尔柏见到了周恩来，他要尔柏去黄埔军校任教官，尔柏服从组织，准备南行，但因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新由杨杏佛担任部长，区委认为尔柏与他有师生关系，感情较好，去做宣传部秘书，便于推进工作，所以就要他去市党部担任职务。

1927年3月12日国民党在上海法租界中山先生故居召开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2周年党员干部会议，国民党中委、西山会议派叶楚伧也参加。在会上侯绍裘和高尔柏分别代表江苏省党部和上海特别市党部对叶反对孙中山的一些言论一一加以驳斥。叶无理争辩，竟于会后唆使党羽，待他们经过环龙路44号（上海市党部机关）时，布置歹徒，拳足交加，将他们殴伤。事件真相暴露，使人们更认清极右派的丑恶嘴脸。当时国民革命军已节节胜利，逼近上海，宣传工作特别重要，尔柏正担任《中南晚报》主笔，每天需撰一篇简短社论，还要审阅稿件。不久，报馆被反动当局查封，主办人蒋裕泉被捕，经多方疏通关节，蒋是释放了，但报馆不能启封。因此，侯绍裘又接办《神州日报》，主笔沈雁冰，在未到任前，暂由尔柏代理。短时期里就把报纸出版了，高尔松那时写了一篇较长社论，表示欢迎北伐军。在同一时期，上海党组织急需和外界联系，匆匆建立一架电台，高尔松置生死安危于度外，和夫人史冰鉴一起，全家掩护着这架电台（当时设在上海法租界西门路玉振里）。这架电台是在瞿秋白领导、侯绍裘直接指示下工作的。

 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占领上海，侯绍裘主持召开欢迎北伐军将士大会，并致欢迎辞。由东路总指挥白崇禧作答辞。辞中提到“减租减息不应提，是否能做得到还不知道”。大家都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必须澄清。于是侯命高尔柏代表上海特别市党部发言，予以驳斥。尔柏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由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部分组成，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民生主义的重要原则，减租减息为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如果减租减息口号不能提，办不到，那么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便是骗人的东西，民生主义也是空话。因此减租减息口号非但要提，而且要付诸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使白崇禧听了非常尴尬，十分恼恨，暗中记下名字，以备日后报复。

 孙中山先生逝世2周年全市性纪念大会于1927年3月27日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有一千多个团体到会，出席者达三十万人，会议由侯绍裘主持，共产党代表罗亦农、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代表杨贤江、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高尔柏等到会演讲。

（三）南京十日
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到达南京。革命形势发展虽然迅速，但在革命内部也已潜伏危机。当时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从3月6日起，反革命面目已经开始暴露。为了加强党对江苏和南京地区的领导，筹建江苏省政府，发动群众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中共上海区委（又名江浙区委）决定，派侯绍裘去江苏负责工作，于4月初率领江苏省党部成员到达南京，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党团书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高尔柏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兼宣传部代部长（那时部长柳亚子尚未到任）。当时，取得国民革命军江右军政治部的配合，查封了由杨虎、陈群指使，仓促成立的南京市党部和劳工总会等组织。随着省市党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六军的支持下，先后成立了南京市总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和学生会等革命群众团体，统一领导全市各界人民的革命运动。接着侯绍裘、李富春、张曙时（建国后任四川最高法院院长）等筹建江苏省政府工作。江苏省政务委员会经过多次协商，确定人选。商定省政府主席程潜，委员有李富春（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第六军政治部主任）、侯绍裘（兼建设厅长）、张曙时（兼民政厅长）、柳亚子（兼教育厅长）、戴盆天（兼农业厅长）、高尔柏（兼秘书长）等人。

4月9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蒋介石到达南京，立即部署反革命活动。他一面指使流氓捣毁省、市党部，查封南京市总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一面到处缉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省党部张曙时、高尔柏和工作人员30余人被捕，后经多方设法，才陆续释放。4月10日晚上侯绍裘在莲花桥召集各团体党的负责人会议。不幸被捕，遭枪刺戳死。高尔柏因出席“南京市肃清反革命派大会”，未及参加，幸免于难。

事变发生后，高尔柏即去找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商量对策。他主张尔柏立即回上海，将情况详细地向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汇报，请予指示。到上海时，“四·一二”事变已经发生了。向罗亦农汇报后，他要尔柏写一篇南京情况的资料，并说：“你人头太熟了，上海不能立足，可暂去乡间躲一时。”这样，尔柏就去浙江乡间躲避起来。

在1925年至1927年3月中间，高氏兄弟除在上海、南京从事革命工作外，还不时返回家乡，参加故乡的革命斗争。高尔柏受党的委派，由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任命，筹建青浦县党部工作。庆祝北伐胜利时，青浦人民在城厢体育场召开几千人大会，高尔松被公选为县长，在会上演讲北伐意义，宣告民主政府成立。但在“四·一二”后，被反动派唆使的流氓组织“共进会”和复辟的土豪劣绅砸毁捣乱了。

（四）流亡日本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国民党右派随即“清党”。高氏兄弟也被列在黑名单上，被迫东渡，流亡日本。同时期去的还有沈雁冰、杨贤江等人。在留居日本京都时期，主要从事翻译马列理论书籍，著述其他文章。高氏兄弟埋头学习写作，平日足不出户，星期日与杨贤江等外出游玩。日本警察每星期都要来寓所“拜访”，他们闲谈一番，笑嘻嘻地走了。实际上是监视。因为没有什么活动，也就没什么事情。沈雁冰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叙述到那时流居日本的情况。

（五）回国以后
高氏兄弟回国后，先在上海福州路创办平凡书店，把自己和其他人士的著作译本出版发行。出版十万字以上的巨著有《社会科学大词典》、《社会科学大纲》、《社会主义大纲》、《社会运动全史大纲》、《社会问题大纲》、《唯物史观大纲》（译本，考茨基原著）、《列宁主义基础》，并把刊登于报章杂志的文章汇集成为《松柏文稿》四十册。其他人士著作有《杨杏佛文集》、柳亚子著《乘桴集》及《苏曼殊全集》。不久，国民党反动当局以书店宣传赤化为由，通过租界工部局横加封闭，大批书籍没收。但他们另换店号，改名开华书局，继续出版事业，又编纂了《日华字典》、《日本新语词典》、《日语汉译词典》等书籍。后又以同样情由被工部局封闭。抗日战争将近发生时，他们又办了中学生书局，主要出版中学语文、历史教科书，并重印社会经济理论书籍。

1948年高尔柏接办私立华华中学，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侵略军开进租界，日本宪兵队协同汪伪76号分子开了大卡车到白克路（现凤阳路）高尔柏家中要拘捕，适值外出，未遭毒手，于是不得不避居松江。1942年高尔柏在松江又创办了茸光中学，由其夫人唐纯茵任校长。为抵制“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等奴化教育思想，学校摒弃汪伪教育部编印的课本，而用中学生书局印行的课本。教员中有地下党员数人，对他们的活动，也起着掩护的作用。

抗战争胜利后，他们都到了上海，高尔松从事著译，并恢复主持书局业务；华华中学恢复，高尔柏仍担任校长，还担任上海市教育会常务理事和私立中小学联合会的监事长，他曾主持贷学会工作，使经济困难的学生得以继续求学，也举行作文、演说、书法竞赛等，以提高学生的学业和智力。

为了和平谈判，周总理到上海，高尔柏又一次见到了他，那是在郭沫若家里，在座的除主人以外，还有阳翰笙。总理谈了时局形势，说：“全国解放是不会太久了，要养好身体，将来为党为国出力”。并嘱咐尔柏要与两吴（吴开先、吴绍澎）接近，有什么情况，设法告诉组织。

1949年解放前夕，著名外国记者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到解放区考察，写了好多篇忠于事实的报道文章，刊登在上海《密勒士评论报》和其他外文刊物上，尔松迅速把它们翻译出来，油印成册，秘密发行，使人民大众了解解放区的真实情况。

解放后，高氏兄弟于1949年底先后去北京，尔松在出版总署任编审，尔柏在高等教育部任第二处副处长。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受到严重打击，高尔柏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直至粉碎“林、江反革命集团”以后，才得予改正。退休以后，高尔松于1986年3月因病在京寓逝世。高尔柏也于同年10月在桂寓逝世。

（宋轶能）

